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
———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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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
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
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
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
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
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
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
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
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 “谢林点”，才
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
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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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已进入全

面战略竞争时期。① ２０１７年美国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

修正主义国家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ｐｏｗｅｒ），认为中国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及利

益，损害美国的繁荣与稳定。② 这一表述与１９４７年美苏冷战前期，时任美国

总统杜鲁门发表的国情咨文如出一辙。③ 如今，中美之间的较量还在发酵，

大有复制美苏战略竞争之势，且已经迫近 “破与立”的临界点，甚至出现了

中美 “新冷战”“准冷战”等说法。然而，学界对于大国战略竞争生成与传

导路径的关注却略显匮乏，亟须对该问题加以深入分析。

当前，大国关系经历的结构性变化既不是霍布斯式的对抗，也不是康德

式的合作，而是洛克式的竞合关系，是折中主义下的竞争和条件主义下的合

作，有限竞争与有条件合作是当前大国竞争关系的主流。在竞争关系状态

下，各国时刻调整自身的对外战略，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为此，大国竞争

也呈现不同的状态———恶性竞争、良性竞争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它

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稍有不慎，良性竞争和折中竞争就可能酿成恶性竞

争；但如果管控得当，大国之间也可能长期维持良性竞争和折中竞争，甚至

可能从恶性竞争转化为折中竞争或良性竞争。这一系列的路径切换过程实则

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内源性变化所致，对其进行透析实际上是

对大国竞争关系变化的一种全局性把握，有助于引导大国趋于良性竞争，避

免恶性竞争。鉴于当前中美激烈的战略竞争关系还将持续，厘清大国竞争关

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尤为重要。通过运用实证方法对比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

竞争的生成与传导进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历史大势与

未来的衍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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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关于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学界分歧较大。对于大国竞争状

态的由来，既有人将之归因为政治体制之争，① 也有人主张大国竞争关系是

某些竞争领域深化、扩展的结果。② 由此可见，学界主要是从特定视角和具

体领域对该问题展开讨论，虽不乏对大国竞争趋势的判断，③ 但主要是基于

现状，对未来的竞争关系进行经验性判断，并未形成关于大国竞争关系生成

与传导机制的系统性分析，对于竞争状态中各要素的因果联系也莫衷一是。

因此，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状态的生成、传导及发展的总体看法相对分

散，观点较为庞杂且缺乏有效的逻辑整合。从美苏冷战到中美战略竞争，学

界围绕大国竞争关系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上有四种解读视角。

第一，秩序竞争生成论。此论以国际秩序变迁为参照，将大国竞争关系

的演化视为秩序竞争下的一种必然状态，认为秩序之争是推动大国竞争关系

生成的决定性因素，因为 “老牌大国与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

素”，④ 其竞争目标是国际秩序的领导权。⑤ 秩序之争常出现在新旧秩序的交

替阶段。冷战之初，由于两极关系的确立，大国之间形成了 “极文化”，⑥ 随

着大国间疏离关系的进一步向下散射，从而固化为更加严峻的全领域战略竞

争状态。⑦ 在两极全面对峙的竞争状态下，竞争的主线是国际秩序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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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单极国际格局中难以构成战略竞争关系，① 而多极格局中国家的战略取

向是分散的，亦无法聚焦于以两国为基准的秩序之争，② 因此，唯有两极格

局中的大国竞争可能构成以秩序为导向的战略竞争关系。③ 作为两极的大国

既谋求以自身的话语体系和意图建构国际秩序，又要容忍他者参与建构，从

而在互动循环中建构生成不同的竞争状态。原先处于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在

权力转移下逐渐进阶为国际权力的中心国与挑战者，而体系主导国则不得不

与挑战国博弈。④ 围绕秩序展开的大国战略竞争是由一系列竞争起始要素⑤

的共同作用所致。美苏争霸的原动力是人口、经济、自然资源及地缘政治等

几方面共同作用下的世界领导权之争，两次世界大战直接导致欧洲让出世界

霸主地位，作为 “侧翼大国”的美国和苏联从此崛起。在这场变革中，欧洲

主导的国际秩序全面崩塌，崛起国希望取代欧洲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在此过

程中，美苏双方为争夺秩序主导权而发生摩擦，究竟是 “大国协调”还是
“极权分治”贯穿了美苏争霸的始终。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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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期以来，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一度使国际秩序实现了相对稳

定，但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现有国际秩序再次进入到新一轮的

角逐之中。① 中国一直试图融入西方式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却被美国

排斥。② 由于国际秩序竞争加剧了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这不仅关系到单元层

次上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更关系到国际秩序的结构和性

质。③ 因此，中美竞争关系的生成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竞争方式的转型，如今

竞争主导的大国关系渐渐取代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引发竞争变革的因

素既可能来自于美国内部，也可能来自中国的应对。④ “中国如何顺利实现和

平崛起以及美国如何成功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真正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战

略问题”，⑤ 如有西方学者提出，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将对美国的霸权秩

序构成挑战，这会带来 “地区性势力的激烈竞争”。⑥ 还有美国学者认为，美

国是 “维持现状的大国”，中国是 “改变现状的大国”，⑦ “中国的崛起和正在

进行的权力转移将因地区秩序的重构而导致大国冲突”。⑧ 米尔斯海默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也认为，“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美国将难以阻

止中国成为一个相匹敌的竞争者”，因为中美两国欲争夺东北亚的霸主。⑨ 综

合来看，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秩序竞争导致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逻辑，

他们强调大国主宰国际秩序的诉求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主因。大国间无论

是在竞争中合作，还是在合作中竞争，最终目的都是要争取国际秩序的整体

安排符合自身的价值与利益。因此，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中透露着对秩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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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层次要求。

第二，竞争外溢论。解读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另一视角强调竞争生成的
源头是现实利益的博弈，即大国间某种利益难以调和而导致的竞争外溢，从
而造成全面的竞争状态。此观点认为，由于国家围绕利益的博弈不断放大，

进而散射至整个领域，即 “竞争外溢论”，因而动态的现实利益往往是国家
竞争取向的基本考量。大国竞争是大战略的博弈，由局部性的竞争关系构
成，无论是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还是美国的 “重返亚太”及 “印太”战

略，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中美两国根据现实利益不断调整竞争状态的具体实
践。① 面对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的挑战，美国国内 “里根主义派”
“民粹主义派”“温和强硬派”等多股势力迅速合流，主张对华实施压制性的
战略。② 卡普兰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ｐｌａｎ）认为，中国正在增长的力量将加剧中美关
系的竞争与紧张，美国 “将试图阻止中国成为东半球大部分地区的霸主”。③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是多重利益交织作用下的产物，局部性冲突与总体竞
争关系的生成存在必然联系。从美苏争霸时期两国以军备竞赛为主的冲突与

纠葛，到中美战略竞争时期的贸易战与科技战等，都是竞争双方在特定的时
代背景下难以协调局部利益，从而导致竞争关系的不断发酵。竞争外溢论强
调，大国对现实利益的动态追求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不同阶段的竞争政策与方
式，造成了国家在现实需求的不断变化中不得不依据竞争的态势调整竞争思
维。④ 大国需要根据自身所处的竞争场景及领域确定竞争的方向及具体策略。

第三，大国互疑生成论。 “大国互疑生成论”属主观解读视角，认为大
国之间的关系状态是彼此是否存在信任造成的，互信会建构良性竞争关系，

互疑则导致恶性竞争状态。如果两个大国间的相互战略猜疑不断滋长，彼此
之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将逐渐变得尖锐。⑤ 若中美两国国内的若干不确定因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凌胜利：《中美战略竞争与大战略博弈》，载 《和平与发展》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７０～８６页。

赵明昊： 《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 “一带一路”的制衡态势论析》，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第４～３１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ｐｌａｎ，“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ｗｅｒ：Ｈｏｗ　Ｆａｒ　ｃａ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ａｃｈ　ｏｎ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ｔ　Ｓｅａ？”，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９，Ｎｏ．３，２０１０，ｐ．４１．

Ｅｌｂｒｉｄｇｅ　Ａ．Ｃｏｌｂｙ　ａｎｄ　Ａ．Ｗｅｓｓ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Ｈ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ａｓｈｉｏｎ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９，Ｎｏ．１，２０２０，

ｐ．１１８．
沈大伟主编：《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丁超、黄富慧、洪漫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４页。



　□ 当代亚太　

素，如环境问题、公共卫生安全、两极分化等国内社会的治理分歧对中美
“双边关系造成影响，社会间的互不信任感加深”，① 那么，中美在战略层面
的互疑也会逐渐加深。② 双方有可能因存在的战略互信赤字而陷入 “修昔底
德陷阱”。③

第四，大国竞争共同进化论。此种视角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运用到大
国关系领域，认为大国竞争是大国生存的本能所致，大国间的关系是 “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２０１０年，拉莫 （Ｊｏｓｈｕａ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ａｍｏ）首先提出了中美

关系共同进化的解释框架，他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解释中美关系。④ 基辛格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在 《论中国》一书中认可这一观点，认为中美是合作与
竞争相交织，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这意味着
两国都注重国内事务，在可能的领域展开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⑤ “中
美两国将在深思熟虑后避免直接而激烈的零和竞争，转而寻求同地区国家重
新磨合，以间接方式强化自身优势，从而使中美在亚太构成 ‘共同进化关
系’”，“中美由 ‘共同进化’而实现 ‘共同进步’，是完全可能的”。⑥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大国竞争愈演愈烈，一度蛰伏的冷战风波再起。新
时期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全局性的战略竞争，是撬动当今国际体系变局的核心
变量。无论是从秩序竞争视角，还是运用竞争外溢论，抑或是大国互疑生成
论和大国竞争共同进化论阐释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变化机理，都已经积累
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略显遗憾的是，以上四种观点均忽视了大国竞争
机制本身及其生成过程。秩序竞争生成论忽略了关于竞争的具体进程的研
究，即大国之间如何走向竞争。当大国展示出明确的对外战略竞争姿态时，

其背后往往蕴含着复杂的内部成因及国家对竞争意愿的整合。也就是说，当
国家以竞争国际秩序为核心战略时，竞争这一行为已经成为竞争生成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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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性输出，是一种已经成形的状态而非形成竞争关系的原因。竞争外溢论

认为，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是围绕现实利益的博弈所致。此观点描述了不同

领域和层面的竞争对大国整体竞争态势的影响，然而其诠释缺乏过程性。当

多重现实因素叠加时，一种现实因素可能诱发整体性竞争，却无法断言其是

否是竞争关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大国互疑生成论分析的是大国竞争关系状

态生成的根源，也没有涉及生成的过程问题，且由于这是一个主观视角，互

疑的程度与过程也难以把握。大国竞争共同进化论虽然指的是进化过程，但

认为这只是大国的一种竞争选择，并未论及路径的选择问题，而且在选择时

竞争已然成为一种战略。从历史上看，大国战略竞争选择基本是一种恶化而

不是进化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基本是战争或冷战，即遵循 “墨菲定理”。总

而言之，现有研究的共同缺憾在于，没有将大国竞争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视为

一个机制化进程加以分析，它们关注了竞争的缘起因素与存在状态，却缺乏

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进程的考察，这正是本文的主要关注。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框架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国际政治实践互构的结果，其衍生过程

并非偶然，而是有赖于大国对竞争关系的建构。大国竞争关系的形成需要一

定的基础性条件。一方面，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崛起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

重新分配权力，因此需要通过参与战略竞争打破既有的规则范式。另一方

面，守成国则希望尽可能延续现有符合其利益的秩序或制定新规则，阻止崛

起国取代其国际地位。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战略出发点相异，对竞争利益的理

解偏差以及二者在实践中难以避免的摩擦共同构成了双方竞争关系形成的基

础性条件。当大国竞争关系具备了萌芽的土壤，则竞争生成机制将不断发酵

直至促成大国竞争关系的最终生成及路径传导。

（一）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概念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是指，在大国的互动实践中，竞争起始要

素通过不同的角色推动，在国内层面形成竞争共识，以国际实践为载体，由

国内扩散至国际，最终以大国间动态互构的方式塑造生成大国间的竞争关

系，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竞争互构与循环进程。这一进程的产生、发展和成形

依赖于分散要素的整合，其整合过程即是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机制。尽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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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对外竞争的建构主体，但竞争传导却是单个竞争元素向国家整体竞争意

识聚集的过程。在传导过程中，利益影响决策，决策影响行为，国家竞争的

意志与行为取决于集体决策的结果。大国竞争关系的传导逐级递进，在不同

层级利益的折中与平衡过程中最终生成大国竞争机制。由此，一个完整的大

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体现出三个特征：第一，机制本身既是多维的，

又是整体的，是多维与整体的统一；第二，机制生成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向

度，是国内、国际不同要素互动，以及国内向度与国际向度彼此互动的结

果；第三，机制的运行态势是循环互动的，其内部的竞争元素处于周而复始

的相互影响状态。其中，国内要素支配竞争机制的生成，而竞争要素由国内

向国际转换则构成竞争机制的生成与传导过程，国际向度的竞争结果反馈至

国内促成新一轮竞争要素的生成，由此形成机制循环。

（二）影响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主要变量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关键取决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向度的互动。有学者提

出，只要对当前的权力分配难以心满意足，大国就会怀揣修正主义的意图不

断试图改变现状。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真正坐拥绝对霸权，因此导致

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① 可见，大国竞争关系状态首先是大国对自身

所处现状的不满，其次才是通过竞争改变现状的国际政治实践。大国竞争关

系基于国内要素建构，其本质是一次政治运作。在里克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ｉｋｅｒ）

看来，政治运作是操控政治 （ｈｅｒ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的一门艺术，它将国内政治实践

按照个体利益进行系统化引导，从而达到使政治行动符合自身价值的目的。②

在促成大国竞争关系的变量中，国内因素起先导作用。无论是美苏争霸，还

是中美战略竞争，竞争状态的形成均有赖于国内竞争取向的向外映射。如果

一个大国内部没有形成对外竞争共识，则竞争关系机制将止步于国内。在大

国内部形成统一的竞争共识后，竞争关系变量会过渡至国际向度。此时，大

国竞争关系实际上已经从国内引导型转向国际互动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

下，国家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管控主体，处理大国竞争关系的实践最终需要

归于大国互动本身。在大国互动实践过程中，国家依据竞争态势不断调整各

自的行为，继而影响国内政治对竞争的组织方式，形成国际向度竞争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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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１１页。

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主编： 《国际实践》，秦亚青、孙吉胜、魏玲等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８１～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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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竞争的反作用力。至此，在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的过程中，变量之

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回路 （见图１）。

图１　大国竞争关系的向度与阶段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竞争关系的国内变量互动及其逻辑关系

主导大国竞争关系生成机制的国内变量主要聚焦于竞争舆论生成、竞争

战略决策及其互动，以及对外竞争政策的形成及对外实践。这些是大国竞争

关系生成逻辑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见图２）。

图２　国内变量互动及竞争传导路径

资料来源：同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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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第一，影响竞争舆论生成的主要角色是政治精英、智库和媒体。政治精

英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逻辑起点，是引导舆论取向的关键，一般指涉以政

治为职业，具有现实政治思想，投身政治实践的代表性人物，① 通常包括国

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官员、党派领袖、外交官和社会活动家等。② 政治精英

掌握前沿政治资源，善用 “自上而下” （ｔｏｐ－ｄｏｗｎ）的行为模式，通过引导

大国间的竞争关系由国家实现个人主张。③ 政治精英之所以在大国竞争关系

的生成机制中扮演关键角色，原因在于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

国家元首还是决策圈的其他关键人物，在大国竞争关系正式塑型之前，他们

的竞争意愿、掌握的舆论话语、政治影响力以及角色属性是建构竞争关系的

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政治精英作为施动个体，其政策主张不免对大国竞争的

偏好产生影响。利益场景通常是左右政治精英利益选择的重要尺度，而政治

精英倾向于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当一国参与大国竞争既能够帮助政

治精英获益，又不违背国家的整体利益时，政治精英将成为发起竞争关系的

主要推手。如果大国竞争关系违背了政治精英的群体性利益或国家利益，他

们也会动用其掌握的政治资源阻碍或延缓竞争机制的生成。

智库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重要推手，是能够利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并

提供意见参考的主要机构，其社会公信力较高，舆论导向作用突出，④ 在大

国竞争关系生成机制中主要扮演引导者和建议者的角色。智库通过自身的专

业属性，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决策，影响政治精英的态度，从而实现与国

内权力机构的有机互动。虽然智库不是决策者，但其在竞争引导上的能量并

不亚于决策者本身。进取型智库会向政府展示竞争收益，同时对竞争成本刻

意隐瞒；而保守型智库则会采取相反的策略。总之，智库对大国竞争关系的

生成与否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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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曾兴华： 《论现代政治家的形成及其舆论引导力建设》，载 《理论观察》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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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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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是竞争舆论生成的桥梁和载体，推动竞争舆论发酵。竞争舆论是大
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前序，也是竞争机制第一阶段完成的节点。舆论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是指群众或公众的言论，① 是公众意识的集合，公众是舆论的主
体。② 公共舆论是国家行为体对外表达意见的策源地，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
的前置条件。政治精英与智库在竞争意愿的形成过程中不断施加影响并与自
身利益融合，提前将个体利益融入国家竞争的轨道，他们在引导竞争关系
时，目的是向外扩散竞争舆论，最终形成国内竞争意愿的统一。作为竞争信
息传导的主要媒介，媒体在大国竞争关系中既连接了政治精英与社会民众，

同时也在信息传播中融入自身的价值取向。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新媒体，其
功能都是统筹国内的竞争话语进行对外宣传，扩大舆论的影响范围。经媒体
加工及传导的竞争舆论既能达到营造国内竞争氛围的效果，又可以吸引竞争
对手的注意。

大国竞争舆论的形成有自身的运行机理，国内竞争舆论的生成与传导主
要经由以下几个阶段：其一，国内精英圈层通过辩论确定竞争对手，达成竞
争默契，并释放竞争信号；其二，竞争对手确定后在国内传播对外竞争共
识，并借助媒体不断营造竞争氛围；其三，在国内舆论的推波助澜下实现国
内竞争机制的升级，由舆论塑造转向国内竞争战略决策。舆论通过 “话语”

塑造对外竞争氛围，此时，舆论的建构场域是决定竞争舆论的关键。

第二，竞争战略决策是大国竞争机制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也是竞争关
系实质化的第一步。在大国竞争机制中，舆论通过 “竞争话语”建构大国竞
争政策。③ 大国对外竞争的战略决策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图、决策圈的共识、

竞争舆论与决策机构的互动，以及 “灰犀牛”或 “黑天鹅”事件四个方面。

首先，领导者意图影响战略决策的定位，映射国家竞争意志，驱动国家对外
实施竞争政策，是大国对外竞争决策的关键。其次，决策圈共识决定战略决
策的最终取向。虽然领导人是战略决策定位的关键，但领导人毕竟是决策圈
的一员，而决策圈的最终战略取向需要统筹整个圈层的整体意见。然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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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

第１４０７页。

陈力丹：《关于舆论的基本理念》，载 《新闻大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６～９页。

邓恩认为，公共政策是由公共问题所引发的，因此，公共政策的建立实则是公共问题建构
起的解决方案；同理，大国竞争关系是舆论层面的，大国竞争政策也可由舆论建构而来。参见威
廉·Ｎ．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谢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００页。



　□ 当代亚太　

际政治生活中的决策共识却并不易达成，其形成有赖于个体、决策集团及国

家利益的统一，是各个部门间分权博弈和分歧聚合的进程。① 不同政治体制

下，其竞争战略决策的运作方式有所差异。比如，西方国家强调三权分立和

权力制衡，不同党派之间关于国家的对外战略竞争共识，以及总统与国会之

间的相互制约决定着国家的对外竞争取向。再次，竞争舆论与竞争决策彼此

互构，并促进战略决策的微调。竞争舆论催生竞争决策，竞争决策反作用于

竞争舆论。若社会的竞争舆论烈度强于国家的竞争意愿，国家决策机构会减

缓竞争政策以稀释舆论；若社会的竞争舆论声若蚊蝇，低于国家的竞争意

愿，则决策机构会强化竞争决策以加强竞争舆论。社会竞争舆论与决策机构

间的互动关系是波动趋同的，双方彼此互构。换言之，社会舆论关于大国竞

争关系的态度不会同决策机构的预期完全吻合，决策机构也不会因社会舆论

的波动而摇摆不定。② 二者通过寻找政策与舆论间的共性，建立精英政治与

民间政治的沟通与互动方式。③ 最后，“灰犀牛”与 “黑天鹅”事件往往是大

国竞争关系中战略决策的导火索和催化剂。 “灰犀牛”事件指不断积蓄潜在

风险，但不知何时爆发的政治事件，其存在与发酵往往不易察觉，一般不受

重视的小事件却能产生较大的政治影响。而 “黑天鹅”事件指超出行为主体

认知范畴或者既有知识经验、难以预测的消极性国际事件或现象。④ 国际关

系中充斥着一系列偶发性事件和不确定因素，⑤ “不确定性在包括国际政治在

内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⑥ 不难看出，尽管大国竞争存在一定

的传导规律，但 “灰犀牛”或 “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时常打破既有范式，将

大国竞争关系牵引至新的方向。

—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杰里尔·罗塞蒂： 《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第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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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１５，Ｎｏ．３，２０１５，ｐｐ．２０２－２１４．

郑建君：《政治信任、社会公正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一项基于６２５名中国被试的实证分
析》，载 《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６１～７４页。

王剑峰：《“黑天鹅”事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危机》，载 《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
期，第７１页。

Ｊｏｓｈｕａ　Ｓ．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５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　Ｎｏｒｋ：Ｌｏｎｇｍ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ｐ．６．
唐世平、张旻：《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 《国

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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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竞争政策实践是大国展开实质性对外竞争的关键一步，是大国战

略竞争由国内转向国际的过渡阶段。由于大国竞争关系的构建由国家主导，

因此，竞争关系的国际化是传导机制的终端。当大国竞争关系国际化后，传

导机制将进入国际互动阶段，其演变与传导方式将脱离国内变量的掌控范

围。一国实施对外竞争政策时通常会考虑三个因素：一是竞争政策的推出时

间与国家阶段性战略期许吻合。二是推行竞争政策的力度、方式及范围决定

大国竞争的性质。沃尔弗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Ｗｏｈｌｆｏｒｔｈ）指出，大国推行竞争政

策时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无论是何种性质的竞争，其推行力度、方式及范围

都是价值导向的。① 因此，理性的大国既不追求无目的的竞争，也不会贸然

发动高成本竞争。三是注重竞争政策的推行范围，掌控竞争边界，大国竞争

的范围和性质由政策边界决定。

（四）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间的互动

当竞争关系由国内转向国际后，其影响因素也由国内层面传导至国际层

面。国际向度中，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路径主要体现为竞争施动国与

受动国之间的互动。

竞争施动国是主动挑起竞争关系的一方。在大国竞争关系的形成过程

中，既有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事例，也有守成国遏制崛起国的情况。其关键

是大国兴衰过程中权力的不平衡可能助长某些国家的扩张野心，从而诱使它

们采取冒险性政策，这种权力的不平衡对竞争的双方而言都是具有危险性

的。② 竞争施动国更愿意挑起竞争关系主要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挑起竞争

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风险。如崛起国不甘居于从属地位，希望打破现有平衡

对霸权国取而代之，这种情况下，竞争施动国采取的是一种冒险策略，如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其二，由国

际权力关系变化产生的焦虑所引发。如守成国因为实力螺旋式下降或另一大

国快速崛起而产生焦虑心态，迫切需要维持霸权不被取代，如二战结束后和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

竞争受动国是被挑战的一方，受动国回应竞争是大国竞争关系连续传导

的必要环节，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若受动国无意构建竞争关系，会对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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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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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竞争意图进行 “去安全化解构”，施动国甚至不被视为一种威胁性存在，

其相应的竞争话语失效。① 二是当竞争关系满足一定条件后，大国回应对手
制定竞争战略构成对称性竞争关系，这里又存在三种情形：一是回应竞争的
机会收益大于机会成本，二是双方陷入安全困境后需要进行回应，三是在对
手逼迫下不得不进行竞争回应。在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后，竞争传导进入
国际互动阶段。

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反映了竞争传导机制中国内向度与国际

向度的互动与呼应关系。竞争由国内向度传导至国际向度时，施动国是引导
竞争关系走向的主角，是决定大国竞争关系机制能否生成的主导因素。受动
国会根据施动国的竞争战略，结合本国的发展现状、政策特点、外交风格和
国民意愿等多重因素，理性制定回应政策。② 具体包括：其一，受动国不主
动扩大竞争的范围和力度，会尽可能将竞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依据事
态的轻重缓急调节竞争行为。其二，受动国会制造竞争舆论，将自己描述为
被动和受害的一方，引导国内各领域树立对外竞争意识，并争夺国际舆论的
话语权，以期掌握竞争的主动性。其三，把握回应契机，合理利用竞争周
期。大国竞争周期是波动的，回应竞争是多频次行为，竞争关系既不会时刻
处于高压状态，也不会完全偃旗息鼓。

受动国对竞争的回应将促使施动国对竞争政策加以调整，国际竞争互动
循环因此形成。随着竞争传导机制的循环进程不断深入，施动国与受动国之
间的角色也时常发生转换。当利益场域改变时，施动国可能选择放弃竞争。

但如果转变竞争角色能够帮助受动国获取主动，也不排除受动国主动发起
竞争。

大国竞争政策互动最终将国际向度的竞争反馈至国内向度，从而促进国
内政治精英、智库和媒体等更准确地审视竞争关系，不断调整竞争策略。大
国竞争的政策互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 “互动循环模型”。③ 大国竞争关系
表现为竞争周期循环，包括施动国的 “认知—决策—行为”及受动国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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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一个循环完成，一次大国竞争政策互动形成。二是 “有限敌对关系模

型”。① 根据此模型，博弈或竞争双方试图找到 “预期对手预期的方法”，②

双方的共同利益和一致期望在博弈中的交点为 “谢林点”（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③

大国竞争政策互动也可理解为寻找 “谢林点”的过程。三是 “实践调整模

型”。大国竞争是动态实践，而竞争关系则是竞争方相互试探与不断调整的

过程，讨价还价的情况时常出现。在此期间，竞争关系通过政策互动实现了

国际向度与国内向度的联动 （见图３）。

图３　大国竞争关系的国际变量互动及其逻辑

资料来源：同图１

四、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

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是二战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状态的两次典型性

呈现。二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本质上的不同。下文将以大

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为框架，对两者进行实证与比较分析。

（一）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竞争舆论

在竞争舆论制造层面，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时期的政治精英均扮演

了主要角色。冷战初期，凯南 （Ｇｅｏｒｇｅ　Ｋｅｎｎａｎ）一度被视为美国出台对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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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５～２８页。

康蓉：《托马斯·谢林及 “谢林点”》，载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１９次年会暨外国经济
学说与国内外经济发展新格局会议文集》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第１８３页。

“谢林点”由托马斯·谢林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提出，意指博弈方的共同选择期望点和利益
平衡点，参见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第２５～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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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战略的先驱，但凯南却认为 “长电报”① 被误解及 “军事化”了。② 由

于不信任美苏同盟，凯南希望在理想主义与孤立主义战略之外寻找一条中间

道路。③ 然而，在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看来，战后是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难

得机遇，美国政府需要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对手作为其遏制对象， “长电报”

恰好成为杜鲁门政府展示其霸权战略的导火索，也助 “杜鲁门主义”占得国

内舆论先机。④ 如在对希腊与土耳其的援助问题上，当时以伯德 （Ｈａｒｒｙ
Ｂｙｒｄ）为首的国会议员并不赞成杜鲁门沙文主义倾向的全球战略，共和党领

袖塔夫脱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Ｔａｆｔ）成为扭转舆论的关键人物。虽然反对派一致期

望塔夫脱成为反杜鲁门主义的领袖，但反苏立场促使其在该问题上支持杜鲁

门。⑤ 在舆论博弈中，杜鲁门及其支持者通过整合政治精英的舆论口径，成

功压制了反对派，为杜鲁门主义的顺利推出铺平了道路，而凯南则因此青云

直上，入围决策圈。⑥ 杜鲁门、塔夫脱和凯南等政治精英是制造对外冷战竞

争舆论的关键人物，他们的个人价值观及所认同的国家利益也在此次舆论塑

造中得以彰显。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舆论同样深受政治精英的影响。特朗普在任期

内缩小决策圈，显著放大了政治精英的舆论操控力。⑦ 美国前首席战略顾问

班农 （Ｓｔｅｖｅ　Ｂａｎｎｏｎ）曾将中国描述为 “世界的敌人”，声称中国的 “２０２５
计划”旨在谋求在重要领域赶超美国，而控制中亚的决心将助推中国成为世

界的 “领头羊”。⑧ 在他看来，中美永远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美国需要警惕

中国成为其难以匹敌的对手。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 （Ｒｅｉｎｃｅ　Ｐｒｉｅｂ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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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对外政策时也屡屡针对中国，流露出冷战思维色彩。① 前白宫国家贸

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 （Ｐｅｔｅｒ　Ｎａｖａｒｒｏ）曾公然向福克斯新闻表示， “由于中

国向美国输送了新冠病毒，导致了贸易谈判的终止”。②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奥布莱恩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Ｂｒｉｅｎ）则不遗余力地抛出 “阴谋论”，指称中

国 “操纵”了美国的媒体及网络，葬送了特朗普政府的连任大计。③ 尽管上

述几人的政治背景不同，但他们同属特朗普民粹主义思维下的幕僚团体。他

们认定，若要塑造 “美国优先”战略就必须抹黑中国，污名化中国的国际形

象。在他们的 “引导”下，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已降至后冷战时期的冰点。④

对比来看，鉴于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紧张程度直接关乎两国的国家安全，美

国政治精英彼此间的包容性较强，能够妥协自身的政治主张，为国家战略让

步，从而保持国家层面竞争舆论的理性。这也是美苏之间尽管剑拔弩张但不

至于爆发直接战争的原因之一。而中美战略竞争时期的美国政治精英更倾向

于优先考虑政治团体的利益，他们不惜为此激化竞争关系，因此，当前的中

美战略竞争关系更加复杂，也更难把握。

在竞争舆论催化层面，智库从未缺席。冷战期间的美国智库发展迅速，

如官方智库 “外交关系协会”，不仅参与制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还筹办了

政治宣传刊物 《外交事务》（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杂志。该协会的人员结构基
本覆盖了美国各领域及圈层，他们通过制造和强化苏联这个战略对手，既实

现了协会的存续与发展，又将其价值观渗入到美国的对外政策之中，同时也

满足了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需求。再如，成立于 １９４８ 年的兰德公司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在制造对苏冷战竞争舆论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政

治局行动准则》《赫鲁晓夫的兴起》等对苏竞争舆论的 “杰作”，多出自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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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手。兰德公司也是美国制造对苏遏制舆论的重要推手。①

在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中，智库也发挥着舆论催化作用，是重要的舆论

推手。布鲁金斯学会主持的研究项目 《全球中国》、②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

刊办的 《中美关系月报》、胡佛研究所的电子期刊 《中国领导观察》等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③ 这些项目和刊物从多方面分析中国的国际动向，

一些文章有故意挑起中美对抗之嫌，推动了中美战略竞争舆论的持续发酵。

比如，《全球中国》刊文无端指责中国利用高科技手段 “监视”维吾尔族，

诋毁中国 “滥用”反恐机制扩大对新疆的管控，甚至鼓吹美国商务部工业与

安全局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ＢＩＳ）和国务院应同美国的其

他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一道采取 “技术反制”措施，切断中国的 “监视链”。④

胡佛研究所也在近期附和刊文，子虚乌有地将新冠肺炎病毒的扩散源指向武汉实

验室，还杜撰了荒谬的 “证据”，演绎 “阴谋论”，严重混淆了国际舆论视听。⑤

在竞争舆论扩散方面，冷战期间，主流媒体的作用非常显著，而当前的

中美战略竞争中，自媒体的作用则日益凸显。二战结束后初期，冷战的概念

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但美国及其盟友的媒体却推动了冷战氛围

的逐渐升温。西方媒体将苏联描绘为 “红色恐惧”与 “毁灭性的东方社会主

义者”，甚至喊出 “宁死不赤化”的口号。⑥ 他们不仅向学校投放了大量冷战

宣传册，还制作名为 “红色噩梦”的影视宣传片，不遗余力地宣传对苏恐

惧。⑦ 在舆论的引导下，苏联成为西方大众眼中的 “恶魔”，这正是美国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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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郝亚堃：《美国兰德公司的苏联研究 （１９４６～１９６５）》，载 《冷战国际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
期，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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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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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对苏遏制战略所需要的舆论效果。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欧美主流媒体

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与美苏争霸不同，当下中国并没有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
主的战略意图和能力，但欧美媒体却与美国政府两相呼应。如特朗普上台前
夕，媒体大肆宣传 “中国威胁论”，以迎合特朗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选
举口号。英国 《金融时报》发长文称，中国正在回归 “新毛泽东主义”，对
中国的政治发展评头论足，试图为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铺路。① 特朗普上
台后，部分美国主流媒体进一步挑唆 “中美战略决斗”的夸张言论。比如，

《纽约时报》曾撰文将贸易壁垒视为 “新冷战”的导火索，一时间引起轩然
大波。② 媒体挑唆致使中美双边贸易情绪低落，贸易总额创下新低，贸易增
速甚至不及中欧、中日贸易。③ 更有甚者，为了进一步激化每况愈下的中美
关系，《华尔街日报》刊载了美国时任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 （Ｊｏｈｎ　Ｒａｔｃｌｉｆｆｅ）

的时评，将中国描绘为 “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毫不负责地散播 “中国将
会控制美国继而支配世界”的荒谬言论。④

对比而言，自媒体是新型媒体，其传导路径主要依托互联网，舆论表达

丰富多元，倾向于个体主义。以 “推特外交”为例。特朗普利用 “推特”与
公众直接对话，在去中间化的同时拓展了舆论受众，并利用公众舆论反向施
压建制派，更有利于他收拢中美关系舆论的主导权。如特朗普在推特上屡次
将新冠肺炎病毒污名化为 “中国病毒”，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与仇美
情绪，而一些美国民众受其影响也对中国产生了敌意。值得注意的是， “推
特外交”屡屡造成外交乌龙，使美国政府失信于国际社会。美国疾控与预防
中心主管雷德菲尔德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称特朗普这一表述 “完全谬误且不

合时宜”；世界卫生组织也回应称，“病毒的扩散与地域及种族无关，不应将
安全危机与阴谋挂钩”。⑤ 虽然美国媒体漏洞百出，但可以看出自特朗普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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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以来，无论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一些自媒体都对中美竞争关系抱有偏见，

争相施压并妖魔化中国。为了避免陷入舆论被动，中国媒体也择机予以回

应。在中美贸易角力进程中，《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等

媒体强烈谴责美国的贸易单边主义，为中国的贸易立场正名，并向美方传达

了不惜代价维护多边贸易秩序的决心，① 与美国的媒体形成了互动，中美间

的战略竞争态势在媒体的渲染下有所加强。

在竞争舆论的形成上，政治精英与智库合力，加上媒体的桥接作用，最

终在美苏冷战时期与中美战略竞争时期制造并扩散了竞争性舆论。二战结束

以后，在舆论的塑造下，美国和欧洲国家陷入了对苏扩张的恐惧。１９４８年的

盖洛普民调 （Ｇａｌｌｕｐ　Ｐｏｌｌｓ）显示，在对美国的民调中，受访的美国人认为苏

联将发动战争的比例高达７３％，而欧洲国家也普遍认为苏联将主动发难。②

基于此背景，美国精英经过激烈辩论后正式确定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１９４６
年３月，丘吉尔在著名的 “铁幕演说”中将苏联比喻为西方的敌人，并呼吁

英美连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对付苏联。丘吉尔的演讲与杜鲁门在１９４７年３
月的国情咨文基调一致，遏制苏联的 “杜鲁门主义”正式出台，苏联被美国

及其欧洲盟友视为必须全面加以遏制的战略对手。在媒体及智库的推动下，

美苏关系急转直下，国际社会一致认为美苏对抗在所难免。美国抓住时机立

即游说欧洲各国，于１９４９年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安全为旗号建立

反苏联盟。与此同时，苏联也感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意，在舆论上进

行了对等宣传。斯大林对 《真理报》谈到，丘吉尔如同希特勒一般宣传种族

主义并挑起反苏战争。杜鲁门主义提出后，苏联 《消息报》更是火速发表社

论，认为成立北约等举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扩张。③ 受舆论风波影响的苏

联于１９５５年主导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以制衡北约。

从当前的中美舆论较量来看，两国竞争关系正处于舆论催生、再造的结

构性循环中。美国接连抛出关税壁垒、南海施压、干涉中国香港地区、台湾

地区以及新疆事务等一连串舆论挑衅，并游说其盟国，妄图 “以舆制华”。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４日，时任副总统彭斯 （Ｍｉｋｅ　Ｐｅｎｃｅ）在哈德逊研究所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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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载 《外交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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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试图恶化中美关系的类似 “铁幕演说”的讲话，彻底否定美国过去的对华

接触战略，反复强调 “对华强硬”立场。①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他在亚太经

合组织 （ＡＰＥＣ）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再次抹黑中国。② ２０１９年，特朗普在联

合国大会期间大肆诋毁中国，企图将中国塑造成美国和西方的头号战略威

胁。③ ２０２０年７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呼吁创立一个新的
“民主国家联盟”对抗中国。④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参议院议员抛出 《２０２１
年战略竞争法案》，试图长期维持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状态。⑤ 该法案重在强调
“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和共同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竞争共识。２０２０年３月

的一份民调表明，在塑造舆论的铁幕下，美国受访者中有６６％对中国持有负

面看法，较特朗普执政之初上升了近２０％，另有６２％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

美国的威胁。⑥ 受到挑衅后，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而美

国却严重低估了中国的竞争决心，不断忽视中国传达的竞争信号。⑦ 中国外

交部部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例， “试图按照自

己的意愿改造别人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更是不可能实现的。７０年后

的今天，美方应该避免再次选错对手进行一场错误的对抗”。⑧ 美国不仅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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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ｆｏｘ５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ｃｏｍ／ｎｅｗ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ｔ－ｎｉｘｏ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ｏｍｐｅｏ－ｄｅｃｌａｒｅｓ－ｃｈｉｎａ－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ｆａｉｌ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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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ｅｎｄｅｚ－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ｈｉｎａ－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樊吉社：《美国涉华舆论的现状与特征》，载 《对外传播》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２页。

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年第８期，

第７１～９９页。
“登高望远，不惑前行———王毅国务委员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

国全国商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举办晚餐会上的主旨演讲”，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ｚｙｊｈ＿６７４９０６／ｔ１７０１３８９．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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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反而在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中不断加码。基于此，中国在外交部例行记

者会上多次向国际社会表示，中美两国本应共同担负全球经济增长的重任，

但美国却以削弱中国为目的，中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实属自卫反击。① 在特朗

普政府下台后，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蓬佩奥等２８名恶意侵犯中国主权的美

国政客，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彰显了中国应对战略竞争的决心。②

从两个时期的竞争舆论中可见，竞争舆论互构的逻辑基本相似，但现阶

段中美战略竞争所涉及的领域较冷战时期更加广泛，舆论的覆盖面也相应扩

展，以传统安全为主体的舆论竞争逐渐转向多元国家利益范畴，而多重利益

的交织又进一步扩大了大国舆论竞争的复杂性，但两个时期美国制造战略竞

争舆论的思路是一致的，即制造竞争对手。

（二）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战略决策

第一，两个时期领导者的意图主导确立了竞争战略。冷战期间，美苏两

国领导者的影响力尤为显著，领导者的意志更容易转变为国家意志。如杜鲁

门认为，战后美国应广泛参与世界性事务并扮演领导角色。③ 这一主张既是

杜鲁门个人的政治信仰，也逐步酝酿成美国的国家利益及战略取向。起初，

这种带有扩张主义色彩的战略布局受到了美国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时任

农业部部长的华莱士 （Ｈｅｎｒｙ　Ｗａｌｌａｃｅ）主张对苏联让步，他在麦迪逊广场

的演讲一度引起轩然大波，被认为是美国 “对苏妥协”的信号。杜鲁门认

为，华莱士的观点与他希望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政治抱负大相径庭，因此要

求他辞职。随着遏制战略的抬头，杜鲁门授意美国围绕原子弹计划启动对苏

威慑政策，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则为杜鲁门政府遏制苏联进一步夯实了经济根

基，鹰派代表福雷斯特 （Ｊａｍｅｓ　Ｆｏｒｒｅｓｔａｌ）随后被任命为首任国防部部长。④

通过引导政策转向与人事调整，杜鲁门将个人的政治信条升级为国家对外

政策。

—６２—

①

②

③

④

《外交部：中方所作所为完全是针对美方无理行径的自卫反击》，新华网，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９－０５／１５／ｃ＿１１２４４９９１３３．ｈｔｍ。

《中方宣布制裁蓬佩奥等２８人》，中国日报网，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ｓ：／／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ｃｎ／ａ／２０２１０１／２１／ＷＳ６００８ｃ２３ｅａ３１０１ｅ７ｃｅ９７３ｂｄａｂ．ｈｔｍｌ。

Ｈｅｎｒｙ　Ｂｕ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Ｒｙ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ａ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Ｖｏｌ．４２，Ｎｏ．２，１９７３，ｐｐ．２９４－２９６．

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版，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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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期间，也试图将个人战略竞争意志渗入国家安全战略。特朗

普是典型的 “反建制派”，其执政理念不仅透露出浓厚的民粹主义痕迹，而

且格外重视现实利益，不惜弃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信誉于不顾。为了在竞争中

占得先机，特朗普几乎动用了一切手段诋毁中国。比如，特朗普政府捏造了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死亡人数远超美国”“华为公司是科技情报机构”“字

节跳动公司为中国政府窃取美国数据”等荒谬言论，使美国社会 “谈华色

变”“如临大敌”。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还力推 “印太”战略掣肘中国，甚

至企图以联盟和军事手段逼迫中国在经贸谈判中让步。美国在 “印太”地区

的军事动作频繁，屡次挑衅中国的南海主权，退出了 《中导条约》，增添了

其部署中程战略导弹的可能性，① 还在贸易谈判中对华极限施压。拜登上台

后，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的执政思路，不仅表态任期内 “中国不会超越

美国”，还积极联络传统盟友，试图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而维持甚至加

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度。２０２１年３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韩国和日

本，随后与中国高层举行 “２＋２”对话，并在之后奔走于欧洲，向外界展示

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决心与能力。② 拜登在同年６月的欧洲之行中，

通过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及美国—欧盟峰会等机制着手修复美欧关系，

为下一阶段的战略竞争做准备。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大国领导人不断利用国家政治体系将个人竞争意

图或利益上升为国家意志。对比来看，二战后国际秩序处于重建阶段，美苏

彼此相互频繁试探，美国对苏联的竞争战略基于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对外扩张

的恐惧。由于战后美苏之间矛盾不断加深，两国的领导人处于彼此猜疑状

态，因此，冷战时期双方领导人推进竞争政策是基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理性

选择。特朗普时期则不同。一方面，特朗普执政伊始，中国并未对美国的霸

权构成威胁，也并未表现出取代美国的竞争姿态，实际上，中国多次表示无

意与美国争霸；③ 另一方面，特朗普屡屡针对中国的竞争政策皆是出于其狭

隘的民粹主义思维，以及自我假定的 “中国威胁论”，其根本原因在于特朗

—７２—

①

②

③

刁大明、蔡泓宇：《竞争性对华战略调整的美方争论》，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０第４期，

第１２２页。

孙成昊：《布林肯：拜登 “价值观外交”操盘手》，载 《世界知识》２０２１年第８期，第３６～
３７页。

《王毅谈中国外交的风格和走向》，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ｎｅ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ｗｊｂｘｗ＿６７４８８５／ｔ１８４１３１５．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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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政府对美国 “可能的声望减少和国际影响力降低的未来感到恐惧”。① 根本

来看，美国战后与苏联争霸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转变，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

战略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社会撕裂下极端民粹政治的外溢现象，带有一定程度

上的非理性。

第二，决策圈的调和最终决定了竞争的方向。以尼克松时期为例。１９６９
年出台的尼克松主义是集体决策的典型。尼克松上台时，美国由于身陷越南

战争而对苏联竞争优势锐减。面对挑战，尼克松与基辛格合力说服国内政治

团体改变对华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实施战略收缩，承认国际体系的多极化，

以 “参与者”的姿态灵活贯彻美国的 “遏制战略”。其实，在国内反战情绪

迭起，苏联军事实力骤增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战略收缩共识早已占据上

风。但为了打消鹰派疑虑，尼克松首先通过时任副总统的阿格纽 （Ｓｐｉｒｏ

Ａｇｎｅｗ）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会退缩，而会始终维持在太平洋的影响力，②

并坚定地支持了１９７０年对柬埔寨的入侵和１９７２年对越南的空袭行动。但与

此同时，基辛格则在暗中抓紧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并试图让美国从越战

中脱身。通过小范围展现领导决心及大战略的收缩，美国的竞争战略成功转

型，并着力打造了中美苏战略三角。可见，决策圈共识的改变会不断影响整

个国家的决策系统，进而影响国家的整体竞争轨迹和国家间竞争关系状态。

特朗普时期则更崇尚 “小团体决策”，小团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

对华竞争战略。特朗普任内的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博

尔顿 （Ｊｏｈｎ　Ｂｏｌｔｏｎ）、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

希泽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Ｔｅｒｒｙ　Ｂｒａｎｓｔａｄ）以及副

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Ｐｏｔｔｉｎｇｅｒ）等人组成的决策圈是主要推手。

在对华政策方面，上述人员唯特朗普马首是瞻，他们共识的根基皆源于自我

建构的 “中国威胁论”。这一论断本身就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决策小

团体也常常遭到国内其他政治派系的攻击，如美国国内的传统建制派、重商

温和派等均对特朗普民粹化的对华政策提出过质疑，但由于特朗普执政期间

美国社会撕裂严重，其决策团队本身具有 “美国优先”的烙印，因此更契合

—８２—

①

②

傅立民 （Ｃｈａｓ　Ｗ．Ｆｒｅｅｍａｎ，Ｊｒ．）：《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王柏松、王
在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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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执政风格，特别是在参与大国竞争与对华强硬倾向方面比特朗普本

人有过之而无不及。① 因此，在策动对华强硬政策时，蓬佩奥、博尔顿等人

往往比特朗普更主动，他们牵头与俄罗斯交涉后退出 《中导条约》，以所谓

中俄 “军火交易”为由公开制裁中国公司及官员，以 “经济间谍”为幌子逮

捕中国驻比利时公职人员等行径，昭示着特朗普决策圈对华竞争的共识。②

第三，两个时期的竞争舆论与决策的双向互动促使决策的相应调整。关

于 “谁挑起了冷战”这一议题，学界众说纷纭，先后出现过 “传统论” “修

正论”“后修正论”等，但冷战无疑是囿于一方的挑衅及他者的 “过度反应”

（ｏｖｅｒｒｅａｃｔｉｏｎ），或者说，冷战的本质是美苏两国在彼此互不信任的舆论催生

下采取的政策应对。③ 在竞争舆论方面，美苏双方的政治精英、智库及媒体

是导致美苏关系割裂的舆论推手，他们在冷战初现之际非但没有尝试缓和紧

张关系，反而在宣传上彼此划清界限。④ 在这种舆论方式引导下，美苏将两

国关系恶化的始因归咎于对方。虽然一些理性的舆论认为，在谴责对手的同

时也应该重新审视自身的舆论过激与否，但冷战前夕美苏双方都美化自身，

污名化对方，而理性表达很快被边缘化了。⑤ 受舆论影响，美苏的决策机构

也愈发敏感。比如，１９４７年杜鲁门向国会两院宣读的国情咨文中强调战后
“只剩下美苏”，并从民主与专制、美国的存亡等角度暗示战争并没有结束，

只是对手发生了改变。⑥ 以此咨文为标志，美国的决策机构一致认为，他们

应该对苏展开对抗性竞争，随后，美国参众两院也顺利通过了对希腊和土耳

其的援助方案。虽然斯大林表示 “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存在可能”，但马

歇尔却认为这是苏联在等待西欧的崩溃，因而美国更应刻不容缓地锁住西欧

主导权。⑦ 由此，希腊与土耳其的援助方案被拓展为马歇尔计划，引发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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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与东欧的阵营分化。

与此类似，当前中美从一般性大国竞合关系向两国战略竞争关系的转变

过程中，竞争舆论与决策机构同样互动密切。当美国对华竞争意愿强烈，决

策机构有意加强竞争舆论，在对华政策上步步紧逼，而中国的决策机构表现

也较为活跃，意在展示不惧怕美国威胁的决心。当美国竞争意愿下降，其决

策机构开始管控舆论力度，收缩竞争政策，而中国的决策机构也回归到修复

两国关系的路径之上。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中美竞争的舆论与决

策互动迥然不同。疫情暴发之前，中美关系紧张，双边关系一度跌至谷底，

此时美国的对华竞争姿态表现为高压且难以沟通，美国决策圈的反华态度罕

见地趋于一致，① 突出表现为特朗普政府不仅暗中支持香港地区的暴乱，还

试图挑战 “一中原则”，多次派出航母群、轰炸机中队驶入南海海域施压中

国。随着美国进入大选周期，加上疫情全面失控和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美

国的对华竞争舆论与竞争举措已不匹配。从２０２０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决策

圈重心从对华竞争回归政党政治。加之中国妥善处理了香港问题，瓦解了美

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并强调 “台独等同于战争”，② 数次派遣空中编队飞

抵台湾海峡，震慑了美国及其支持的 “台独”分子，美国对华舆论攻势随之

收敛。蓬佩奥迫于持续增强的大选压力，与杨洁篪在夏威夷开展对话，在中

美危机管控方面达成一致。此后，中美军方进一步恢复了对话，旨在将重心

回归应对疫情扩散，进一步消除了军事对峙隐患，两国竞争关系有所趋缓。③

第四，两个时期均出现了助燃竞争关系的 “灰犀牛”或 “黑天鹅”事

件，从而深刻影响了战略决策。比如，冷战正式开始前，在 “希腊和土耳其

危机”上出现 “灰犀牛”事件。当时，美国意欲接管英国留下的权力真空，

对希、土开展战后援助。看似平常，但背后的实质是杜鲁门主义的前奏。杜

鲁门利用国内舆论成功迈出了实施对苏遏制战略的关键一步。此后，美国推

出了马歇尔计划，将欧洲捆绑在美苏冷战之上。美国对希、土援助的战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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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远大于其战后开展的诸多对外援助，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评价 “希土危

机”是历史转折期将美国推向世界领导者的重要事件。①

突发性的 “黑天鹅”事件对国际竞争的现状冲击更大。以新冠肺炎疫情

的扩散为例。突如其来的疫情对震荡中的中美关系冲击巨大，然而，当美国

对中国的抗疫行动指手画脚之时，中国并没有陷入美国的舆论陷阱。２０２０年

５月，习近平主席在第７３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呼吁各国团结合作共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宣布两年内将提供２０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中国新冠疫苗投

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等一系列重大举措。② 中国在疫情期间的积极

抗疫及效果使外界对中国的质疑之声不攻自破，并赢得了普遍的国际赞誉。

还有像 “苏联解体” “九一一”等事件都一度成为影响大国竞争关系走向的

未知变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国际竞争局势的转向。

无论是 “灰犀牛”事件还是 “黑天鹅”事件，本质上都映射了国家主观

竞争意愿及客观国际环境交替作用的结果。作为扰乱竞争常态的偶发因素，

冷战期间的 “希土危机”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结合。主观上，美国欲借
“希土危机”接管国际领导权，而客观上，英国将希腊、土耳其事务主导权

拱手相让，美国则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国际霸权。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催生下的

政策变化则不同。中国始终以攻克公共危机为首要目标，美国却为了占据竞

争优势蓄意抹黑、栽赃和甩锅中国，并借题发挥扩大中美竞争态势，甚至不

惜以 “脱钩”相威胁，错过了合力消除疫情危机的最佳时机。显然，冷战期

间英美之间的权力交替符合国际发展大势，但如今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竞争战

略是带有强烈民粹主义和本位主义色彩的逆全球化行为。

（三）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政策实践

遵循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路径，在竞争舆论、竞争决策生成之

后，竞争关系将进入政策实践阶段，即传导机制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

渡。如前所述，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有相似的传导规律。一是竞争时间

与战略的匹配度。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主导制造的苏联威胁舆论的影响

下，美苏关系和国际关系渐趋紧张。１９４７年，美苏关系已到达决定分与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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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之时，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等相继出台。当苏联宣布退出巴黎会谈
后，美国迅速知会英法，敦促西欧参与对苏遏制计划。１９４９年４月北约的成
立进一步夯实了美欧合作，与此同时却增加了苏联的威胁感。美国遏制苏联
政策的推出，与其防范、削弱和铲除苏联及以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
略是相吻合的。而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是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和两国结构
性矛盾下的产物。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中美关系
正迈入全面竞争阶段。① 美国需要转变对华接触战略，突出美国的经济利益并
保住自身的科技领先地位，在此之上构建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关系，以贸易脱钩
相威胁，构筑科技壁垒，回归贸易保护主义。２０１７年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的战略竞争对手，恰与美国的战略转向相吻合。②

二是对竞争力度及方式的严格控制。冷战时期，美国牵头成立北约的目
的是将西欧国家纳入对抗苏联的阵营，并将其发展成为美国本土之外牵制苏
联的另一股力量。美国既想避免在北约投入大量资源使西欧国家 “搭便车”，

又盘算使西欧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制衡苏联的效用。因此，美国的北约
政策格外强调防务责任，以 “不自动参战”条款③最大限度地确保自己能置
身欧洲事务之外。这样一来，美国便将北约塑造成为一个亲美的防御组织，既
没有引起苏联的过度反应，又实现了对苏联的 “左右夹击”，同时还免于承担
北约高昂的安全成本，通过管控政策力度的方式实现了北约效益的最大化。当
下美国在南海动作频频，然而，其作为域外国家在南海的利益有限，此举意在
彰显其军事影响力及地区霸权，达到施压中国的目的。在尚未完全摆脱经济危
机与疫情泥沼之际，美国不太可能因为维护地区霸权而与中国在南海进行直接
的军事对抗。中美竞争的力度仍将维持在非直接军事对抗的战略竞争层面。

三是划定清晰的竞争边界。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归根结底是在非
直接军事对抗的前提下取得对苏联竞争的战略优势，实行的是战争边缘政
策，而当前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也有明确的边界。中美科技竞
争虽然激烈，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的迹象，但不足以升级为冷战或热战，美国

—２３—

①

②

③

吴心伯： 《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载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第８０～９３页。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第９６～１３０页。
“自动参战条款”是美欧在北约条款谈判中僵持不下的一条，此条款的核心是当成员国遭遇

战争时，美国可以灵活选择干涉的时间和方式，但不意味着欧洲战场一旦打响，美国 “自动”启动
对欧防御义务，客观上给予了美国极大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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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脱钩”到 “再挂钩”的转变正是因为受到竞争边界的约束所致。尽管美

国破坏竞争规则，打压华为等中资科技巨头，但中美双方的基本共识是科技

领域的竞逐尽可能不蔓延至整个经济领域或其他领域。因此，中美双方的科

技竞争很大程度上呈现焦灼局面，互不相让。实际上，高科技脱钩是中美关

系始终存在的现象，但双方都没有推动科技竞争滑向冷战和热战。综上，冷

战时期的美苏竞争中，军事制衡与核军备竞赛是主导双方政策的首要因素，

美苏之间既无密切的经济往来，更断绝了几乎所有的技术交流，并在各自阵

营中建立了全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然而，现阶段的中美战略竞争却处于复合

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意味着某一领域的竞争优势可能激化了另一领域的竞争

劣势。比如，美国欲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国则可切断美国对中国

制造业的依赖，以此形成领域交互中的竞争制衡关系。另外，由于全球性的

相互依赖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政策并不能完全得到其盟友的配合，

中国和欧盟在拜登政府上台前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便显示出欧盟不愿意被美

国绑在围堵中国的战车上。

（四）美苏互动与中美互动

无论是美苏互动还是中美互动，都离不开竞争施动国发动竞争以及受动

国回应竞争。冷战时期，美苏围绕核武器展开的竞争是施动国挑起竞争与受

动国回应竞争的一次完整的竞争互动关系。由于互不信任，双方在军控方面

鲜有共识。为了达到以军事实力恫吓苏联的目的，美国在率先研发出原子弹

后一度向苏联展开核威慑攻势。缺少核力量支持意味着在竞争中受制于人，

为了和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苏联加快了对核武器的研发。斯大林指示国

防委员会的研究工作要以举国之力，最大限度地实现美苏核平衡。① 苏联在

１９４９年打破美国核垄断后，并没有对美国实施 “反威慑”战略，而是更愿意

实现 “核平衡”。与此同时，为了赢得舆论同情，斯大林向外界表态，美国

将核武器作为对付苏联的利器，并拒绝与苏联实现核武器的国际共管，甚至

表示美国向日本投射原子弹某种程度上是在震慑苏联。② 可见，苏联加紧研

发核武器和美国进行展开竞争是出于忌惮美国。

２０１７年以来的中美战略竞争又一次呈现了大国战略竞争的互动关系。

—３３—

①

②

赵学功：《核武器与美苏冷战》，载 《浙江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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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起，美国欲强行加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关税，造成两国贸易合作动机

锐减而分歧加大。虽然预见到贸易战的 “双输”后果，但为了彰显抵御贸易

霸凌主义的决心，中国政府予以坚决回应，对等征收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并

严厉声明 “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① 拜登上台后，美国在布林肯

的积极游走下，与欧洲、日、韩、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关系有所修复，对中国

保持了相对理性但带有明显 “阵营化”的战略竞争态势。为了应对美国的
“拉圈子”战略，中国也积极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外交关

系，以稀释美国的竞争压力。

从这两个时期来看，冷战时期主要延续了以军事实力为主导的竞争关

系，因此双方的竞争互动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竞争的方式主要依托于军事

以及地缘层面的争夺。但当今中美竞争互动则广泛得多且更加复杂，从贸易

保护到科技封锁再到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再到地

缘经济与政治的争夺，体现了竞争方式的多样化趋势，同时，军事竞争由于

成本高昂且风险太大，其比重已显著下降。

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契合前文所述的三种政策互动模式———竞争关

系反复波动与循环、有限敌对关系、竞争关系的实践性调整。第一，竞争关

系的反复波动与循环。以冷战期间的美苏军备竞赛为例。美国依靠核垄断，

率先制定了对苏武力威慑的政策，加大对苏联的军事施压。② 苏联很快意识

到核垄断伴生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努力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国因

此迅速调整竞争战略，试图维持和扩大核优势，客观上塑造了美苏恶性核军备

竞赛的互动循环。当前的中美贸易竞争也是一次竞争循环。当美国率先针对中

国进行关税施压后，中国果断进行反制。特朗普政府没有预料到中国在关税问

题上的竞争决心，对中国层层加码，没有在施压中占到便宜，自己反而陷入了

贸易战。中美在贸易上的相互博弈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贸易互利原则，但都不愿

意率先让步，这一恶性循环直至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才暂告一段落。

第二，默认有限敌对关系。美苏冷战没有转向热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双

方都认可 “有限敌对关系”范围内的竞争。即使冷战中出现了 “柏林危机”

和 “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但博弈双方的竞争选择都准确 “预期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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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也不怕打”　华春莹回应美方发动贸易战》，央视新闻网，２０１８年７
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７／１１／ＡＲＴＩｄｐＮＢｊＭ８Ｇｇ０Ａ２ｌｍｔ４５２ＦＴ１８０７１１．ｓｈｔｍｌ。

赵学功：《核武器与美苏冷战》，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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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预期”，坚信对手的竞争行为仅限于战争威慑层面。最终，平分国际军

事权力的诉求逐渐演化为美苏双方军事竞争的 “谢林点”。现阶段中美战略

竞争关系也建立在 “有限竞争”的基础上，两国的竞争边界限于 “冷战威

慑”，竞争的平衡尚未达成，正在战略博弈中寻找 “谢林点”，因此，双方各

领域的高频率摩擦将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常态，直至竞争平衡状态的形成。

第三，在实践中调整竞争关系。冷战开始前，美苏双方针对战后国际秩

序问题反复较量、不断调整。如在日本问题上，美国委任麦克阿瑟 （Ｍａｃ

Ａｒｔｈｕｒ）出任盟军最高统帅，并率先通过统帅令将日本纳入美国独自控制的

势力范围，苏联则立即提议华西列夫斯基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ａｓｉｌｅｖｓｋｙ）与麦克

阿瑟同列盟军统帅，但遭到美国的拒绝。苏联不想使美苏关系陷入僵局，于

是调整了远东诉求，提议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并对北海道实行分区占领。① 最

终双方妥协。现阶段的中美贸易竞争，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的初衷是推

进贸易保护主义，伙同其盟友将中国从全球贸易产业链中剥离。但中国通过

对等加征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推进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签订 《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等方式挫败了美国政府的企图。美国国内逐渐出现意见分

化，布鲁金斯学会认为，“贸易战并没有实现初衷，却伤害了美国自身的经

济”。② 经过长时间的斡旋与调整，拜登上台后已基本放弃了 “贸易冒进主

义”，中美贸易战也基本停息。

无论是冷战时期美苏的遏制与反遏制政策，还是今天中美的战略竞争政

策互动，都是基于国家实力的利益博弈。区别在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互动是

围绕国家的政治及军事安全展开，主要是地缘政治之争，其战略目的是争夺

世界霸权，采取的手段是遏制与反遏制，竞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以美苏各自为

中心的东西两大阵营。而当前的中美竞争互动则集中在经贸和科技领域，主

要是地缘经济之争，美中战略目的分别是维持霸权体系与实现和平崛起，在

手段的运用上是防范与反防范。竞争还没有尘埃落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

性，但难以形成经贸割裂、阵营分明的冷战或 “新冷战”态势，因为鉴于历

史教训，愿意选边站队的国家有限，且难以承受过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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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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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竞争的回归已成为国际体系变动

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主题。在此背景下，大国竞争关系的形成从舆论萌芽到政

策互动，将经历完整的竞争生成与传导过程，每一环节都将深刻影响国际局

势的发展。大国竞争关系是多重博弈的累加，竞争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既是线

性进程，又是循环进程，由竞争机制的三个阶段共同完成。通过理解并利用

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

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本文的宗旨与要义。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放弃了对华 “防范与接触并举”的传统战略，转而

寻求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更高层次的竞争挑战。① 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战

略竞争思维仍在延续，但在策略层面有所改变。反观中国对美国的竞争心态，

则逐渐从早期的韬光养晦向不挑战美国霸权的有限竞争过渡。未来中美之间的

竞争拉锯将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流，在中美双方均不愿退场的前提下，美国会尽

可能护持反映其既得利益和价值属性的国际秩序，而中国将竭力争取和平发展

所需的秩序空间，中美战略竞争已然成为必然趋势。中美是走向良性竞争，还

是恶性竞争，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对中美双方及国际社会的稳定与

繁荣至关重要，建构良性竞争环境需要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引导。

第一，从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的三个阶段来看，每一个阶段都起着

不同的作用。第一阶段，即制造竞争舆论阶段，是竞争关系生成的国内和初

始阶段，主要发生在竞争施动国国内。此时因为还没有形成对外竞争的舆论

合力，起主导作用的是舆论制造者和推动者，主要包括施动国的政治精英、

智库和媒体等，三者在引导竞争舆论的走向上起着不同的作用。政治精英是

竞争舆论的发动者，智库是舆论推动者，媒体是催化剂，大国竞争关系状态

生成正是这些角色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领袖 “需要承担起重大责任”，尤

其 “需要引导公众舆论，而不仅仅是对舆论亦步亦趋地遵循”。② 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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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谢地、张巩：《国际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美贸易战的多重博弈与中国的出路》，载 《政
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４０页。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史蒂文·米勒主编：《下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
系的启示》，第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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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竞争共识及决策的形成阶段。竞争共识一旦形成，施动国制定对外竞争决
策并推出竞争政策将不可避免。此阶段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决策圈和领导
者，尤其是后者，他们是竞争决策形成的最关键人物及最后决定者。第三阶
段，即施动国和受动国之间竞争关系形成的互动阶段。该阶段实际上是施动
国推进竞争和受动国回应竞争的决心的较量，而影响竞争决心的核心因素是
参与竞争的决策集团能否承受恶性竞争的成本与代价。二战结束以后，美国
选择不惧成本和代价的对苏冷战，苏联接受了竞争挑战，而冷战的结果大大
超出竞争决策者的预期。如果当初美国选择对苏联实施竞争性合作战略，国
际社会的发展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也不需要世界承担美苏争霸的巨额成本
与代价。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互动处于竞争关系的第三阶段，即两国互动阶
段，双方在寻求新的相处模式。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做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
竞争的决策，但并没有准备与中国进行冷战式恶性竞争。尤其是在拜登政府上
台后，制定了与中国 “该竞争时竞争，可以合作时合作，在必要时对抗”的
“三轨战略”，① 中国依然有机会与美国建构合作主导的良性竞争关系，或竞争
性合作关系。为此，中国也需要运用对抗、竞争和合作的 “三轨战略”，使美
国难以承受中美恶性竞争或对抗的高昂成本，且使竞争的胜负结果难以预测，

同时也能让美国感受到合作与良性竞争的明显收益，这样，中美之间才有可能
建立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第二，从施动国与受动国的关系来看，二者的角色不同，在竞争互动中
所起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也有差别。施动国属发动竞争的一方，在竞争中起
主导作用，理应承担主要责任。如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心想要遏制苏联和
消灭社会主义，随意扩大竞争范围并恶化竞争性质，将国际社会拖入恶性竞
争之中。美国是冷战的发动者和制造者，应该承担美苏冷战的主要责任，其
行径使世界各国无辜承担了冷战的代价，也使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国际
道义。在当今的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国依然是竞争的制造者。 “解铃还须系
铃人”，作为主动挑起战略竞争的一方，美国有缓解中美战略竞争的义务和
责任，应主动把控竞争的限度与边界，引导竞争关系趋向良性，至少不再继
续恶化。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６日，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Ｊａｋｅ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的会晤是中美关系触底反弹的一个积极信号。受动国作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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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接受竞争的一方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由于受动国处于竞争中的被动状

态，往往难以长期保持竞争心态的稳定，可能致使竞争关系陷入僵局。受动

国在应对竞争关系时，不仅应避免过度回应或反客为主发动更激烈的竞争，

还应在施动国行为过激时，努力校正两国可能走向恶性竞争的轨道，做到应

对竞争有理、有利、有节。美苏争霸中，苏联的过度反应是致使美苏双方恶

性竞争关系不可逆转的重要原因。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应尽可能避免再次陷

入不断恶化的困境，避免出现所谓的 “新冷战”或 “准冷战”局面，尤其要

注意避免 “冷战式”话语的互动与建构。

第三，从竞争双方的利益关系来看，新时代的大国竞争应倡导利益平

衡、彼此关切的良性竞争新思维，即 “共商、共建、共享和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思维，寻找竞争关系状态生成的 “谢林点”。大国是国际关系的主导

者，大国利益失衡与互不妥协是造成国际关系动荡、紧张的源头，尤其是特

意强调本国优先的极限施压式霸凌主义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动荡之源。建

立良性竞争的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大国协调利益，以互利、共存、共生的方式

处理国家间分歧。这要求大国在竞争过程中理性看待得失。一旦陷入单边主

义，双方间的竞争关系就难以寻找到 “谢林点”，也就意味着彼此互不相让的

竞争关系将持续放大，甚至逐渐恶化。美苏竞争逐渐恶化直至冷战形成是前车

之鉴，当前中美战略竞争也需要在竞争中妥协，在矛盾中寻找共识，在互动中

达到 “谢林点”，从而实现彼此认知和利益的平衡。只有双方具备利益让渡和

妥协意识，而不是高压和霸凌，中美之间良性的竞争关系才可能建构生成。

能否成功引导建构生成良性竞争关系状态需要竞争双方的共同努力。现阶

段中国主张包容性的大国共存共生关系，而美国谋求 “竞争优势者通吃”以求

继续称霸。中国可以接受与美国共存共生，但美国却难以容下中国的持续发展

与崛起。因此，在未来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中，引导建构良性竞争关系的关键

是美国转变过于强调自我的 “美国优先”的思维。作为挑起战略竞争的施动

国，美国要有胸怀世界的包容性理念，需要认清中国的发展不可遏制并包容中

国的持续发展，需要平视而不是俯视中国，承认中国有合法获取国际科技优势

和国家发展的权利，只有这样，才可能防止中美两国竞争关系的持续恶化。否

则，即便中国愿意与美国展开良性竞争，双方的竞争前景也将充满变数。

—８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Ｓｏｖｉｅｔ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Ｆｅｉ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ｗｈｅｒｅ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ｖｏｌｖｅｓ　ｏｖｅ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ｈａｓｅ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　ｔｕｒ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ｏｕ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ｙａ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ｈａｓｅｓ，ｗｈｉ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ａｋ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Ｗｈｅ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ｅｎｉｇｎ，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　ｏｒ　ｍａｌｉｇｎ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Ｏｎｌｙ　ｂ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ｎｅｒ，ｂ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ａｍｅ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ｕｉｌ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ｂｅｎｉｇ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ｉｎ　ｔｕｒｎ　ｉ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Ｓｉｎｏ－Ｕ．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ｒｅａ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Ｓ．－Ｓｏｖｉｅｔ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Ｓｉｎｏ－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Ｌｉｕ　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　ｉｓ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ｅｎ　Ｆｅｉｙｕ　ｉｓ　ａ　Ｐｈ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２０ｃｌａｓｓ　ａ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ｎｏ－Ｕ．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Ｖ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Ｕ．Ｓ．－Ｉｎｄｉａ，Ｓｉｎｏ－Ｕ．Ｓ．－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Ｕ．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ｒｇｅ－Ｎ　Ｄａｔａ

Ｃａｏ　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Ｓｉｎｏ－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ａ　Ｖ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ｕｓｉｎｇ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ｅｒｒｏ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ａ，Ｒｕｓｓｉ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８．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ａｓ　ｔｈｅ　Ｕ．Ｓ．ｓｃａｌｅｓ　ｕｐ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ｍａｙ　ｂｏｔｈ　ｆａｃ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ｖｉｓ－à－ｖｉ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ｌｉｋ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６６１—


